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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

周子焜　雷晓燕　沈　艳＊

：近年来，如何切实减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问题广受关注，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估教育减负政策的效果。本
文通过构建微观理论模型、构造减负政策指数，并利用ＣＦＰＳ数据作实证分析，
评估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间实行的减负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一期间的政策
总体减负效果并不显著，在存在剧烈升学竞争的情况下限制教育供给的政策不
仅难以减负，反而进一步凸显了教育公平问题。

：教育减负；教育支出；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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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长久以来，我国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问题受到了家庭、社会和政府
的广泛关注。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有关部门就教育负担问题多次下发文件，但始终效
果不显著，还出现了 “越减越负”的现象。２０２１年７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 “双减”政策正式出台。对这一
政策能真正实现 “减负提质”目标各方均抱有很高的期待，这就需要及时评估政策效
果。但是，由于执行时间尚短，“双减”效果未能全面显现；而如果待这一教育领域最
重要的政策长期施行之后再评估，又可能错过调整政策的最佳窗口期。由于此前不同内
容和形式的教育减负政策已执行一段时间，分析历史上此类政策的执行效果将有助于对
当前 “双减”的政策效果形成合理预期，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现有文献在为评估 “双减”政策提供足够全面充分的参考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

在政策效果评估方面，有文章认为教育减负有一定成效 （杨欣等，２０１６），但不少研究认
为 “双减”前的教育减负政策效果不明显 （杨旻和陈昂昂，２０１９；陈昂昂和张旭，２０２０；

杨东平，２０２０）。就教育减负政策效果收效甚微的影响机制而言，有文献将其归因于减
负政策的制定、实施或保障存在系统性缺陷 （王建琴，２００７；王小利，２００９）；也有文献
归因于 “唯分数论”和教育焦虑等心理加剧了教育教学竞争 （陈昂昂和张旭，２０２０）；还
有文献归因于家长及各教育主体存在的博弈 （文雪和扈中平，２００７；任子雄，２００８）。总
体来看，现有文献虽然有对某一阶段教育减负政策效果的评估，但缺少对教育减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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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梳理，也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另外，以往分析往往是基于局部调查或案例，缺
乏系统性评估。
本文旨在从教育减负主要现象出发，系统梳理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间全国各地的教育减

负政策，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微观理论模型并推出检验假说，利用构造的教育减负政策
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作实证分析，以评估减负政策对学生课业负担和
家庭经济负担的总体影响，再通过异质性分析揭示其对教育公平的深层涵义。具体来
说，本文从以下四个主要现象出发来构建理论模型。第一，我国中小学生的课业整体较
重。例如，２０１２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ＰＩＳＡ）测试显示，上海１５岁学生平均每周校
内上课时间在６５个国家或地区中位于第９位，每周作业时间则为所有受调查地区之首。
第二，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高。例如，根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ＣＩＥＦＲ－ＨＳ）数据，

２０１７年全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４８．３％，平均费用约为每年５　６１６
元 （魏易和陆伟，２０１９）。第三，教育支出水平存在拉大分化的趋势。例如魏易 （２０１９）
发现中国的校外教培是以 “培优”而不是 “补差”为核心特征。第四，从教育结果看，
存在 “寒门更难出贵子”现象，表明教育负担重与教育不公平间可能存在恶性循环。
本文构建的微观理论模型着重从是否存在竞争性升学机制，是否存在校外教育市场

等不同场景展开讨论，并就教育减负的结果推出四个待检验假说：（１）高收入家庭的学
生升学概率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２）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上升，低收入家庭下
降；（３）高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习时间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４）前期家庭教育投资占
收入比重低的家庭的教育投资会上升较多；而占比高的家庭上升得较少、不变甚至
减少。
进一步在梳理各地减负政策的基础上构建减负指数，再实证检验上述理论假说，发

现研究期间的教育减负政策确实使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习时间双升，而低收
入家庭则双双下降；这些教育减负政策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优质教育的门槛，
加剧了 “寒门更难出贵子”的问题。
由于此前的减负政策主要限制了校内教育的供给，本文的分析表明，只要存在剧烈

升学竞争，限制教育供给的政策不仅难以减负，还会产生拉大差距的后果，这为理解
“内卷”和 “躺平”、“寒门更难出贵子”等现象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证依据。有效的减
负政策需要从减小竞争、增加供给入手，通过 “增量”和 “提质”两手抓，来实现切实
降低教育负担、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中国教育减负政策的

历史沿革和特征；第四部分介绍理论模型；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第六部分总结全
文并给出政策建议。

二、文 献 综 述

国际文献对教育减负政策效果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其中，韩国的减负
政策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直持续至今，２０００年前常被称为 “均质化政策”（Ｌ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大多数研究认为均质化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并未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 （Ｋｉｍ，

２００８；Ｋｉｍ　ａｎｄ　Ｃｈｏｉ，２００４；Ｋｉｍ　ａｎｄ　Ｐａｒｋ，２００８）；甚至有反作用，如降低了低收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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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教育支出因而造成教育不公平 （Ｋａｎｇ，２００７；Ｂｙｕｎ，２０１０），或者刺激了非法补习服
务 （Ｌ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日本政府从２００２年起开始推广 “宽裕教育”，将学生的到校时间从每周六天降为五

天，并压缩约３０％的学校课程 （Ｇ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３）。然而，学界和政界对 “宽裕教育”褒
贬不一 （Ｔｓｕｎｅｙｏｓｈｉ，２００４），一方面担忧升学考试和学生家长的压力会限制减负政策真
正发挥作用 （Ｂｊｏｒｋ，２００９）；另一方面则担忧其会弱化日本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就业技能
（Ｔａｋａｙａｍａ，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尤其是低成绩群体和家庭教育环境较差的学生群体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３）。２０１１年前后，日本彻底放弃 “宽裕教育”。
对中国的教育减负政策，已有文献大多认为减负政策效果有限，如王小利 （２００９）、

杨旻和陈昂昂 （２０１９）。还有文献发现了 “越减越负”的证据，如刘虹和张端鸿 （２０１８）
发现 “减负”推升了上海的民办小学和校外教育市场；杨欣等 （２０１６）针对中小学生进
行的抽样调查发现，执行减负政策只减轻了校内课业负担。探讨减负政策效果不佳原因
的文献可分为三类。一是政策本身的原因，如政策本身的设计缺陷、政策实施过程的失
真、政策保障措施和相应资源支持不到位等 （王建琴，２００７；王小利，２００９）。二是家
庭、教师或社会的某些特征，如精英主义心理或 “唯分数论”思想 （陈昂昂和张旭，

２０２０；杨东平，２０２０）。三是家长之间和各教育主体之间的博弈，如认为学生在互相竞
争中陷入囚徒困境、所有人都大量增加教育投入是纳什均衡等 （文雪和扈中平，２００７；
任子雄，２００８）。
与教育减负密切相关的教育不平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Ｍｉｎｃｅｒ，

１９７４；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５；Ｂｅ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Ｂａｒｒｏ，２００１）。相关研究发现，与学生能力无
关的家庭特征对学生的入学机会和教育获取均有直接影响 （Ｌｅ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２０１５；Ｌｉ，

２００６；Ｗｕ，２０１０）。但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学生在升学中的竞争优势，教育减负究竟是缓
解还是加剧了教育不平等问题，尚缺少系统研究。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文献。一是提供解释教育减负政策与学生教育负担、家庭

经济负担和教育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二是梳理中国教育减负政策的历史沿革，提
出度量教育减负力度的方法；三是匹配政策数据与全国范围内的微观家庭数据，对减负
政策的影响作系统性评估；四是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为现行 “双减”政策提供政策
建议。

三、中国教育减负政策的历史沿革和特征

２１世纪以来教育减负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主要由各
省教育主管部门零星推出教育减负政策。其中，河北和江苏教育减负政策力度较大，四
川、贵州、山西、山东、黑龙江和内蒙古等省有一定调整。主要政策内容是减少作业、
限制教师授课内容等。第二阶段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２００９年教育部发布了 《教育部关于
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对学生作息时间、课程计划、考试科
目与次数和招生管理等作出全国统一要求。该阶段各省根据本省情况，在中央的政策基
础上制定相应教育减负政策。第三阶段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这一阶段教育部开展了两次
“减负万里行”活动，更严格地约束校内课业压力并加大监督力度，并加上限制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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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乃至招生分班等政策内容。第四阶段为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 “双减”之前。２０１８年年末，
教育部联合九部门下发 《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不仅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也提出要严格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旨在整合调动多部门的人手与资源，切实推动教育
减负。
为刻画教育减负政策的主要特征，我们收集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各省和中央教育主管部

门关于教育减负政策的公开文件，并总结历年各省教育减负政策的主要内容，具体做法
如下。第一步，对于每一年，如果当年有教育减负的中央文件，则认定全国各省均实施
相应减负政策。第二步，如果某一年某省出台了额外的政策文件，则将该省当年的教育
减负政策度量进行更新。１第三步，整理出教育减负政策内容的细项并分项打分，如果当
年执行了该项规定则打１分，否则为０。２最后，逐年加总各省是否出台该项政策的分值，
就可以得到教育减负指数。表１报告了不同细项的划分标准和对应分值。梳理出的教育
减负政策共有１７个细项，对应满分为２１分，减负指数越大则减负力度越大。

表１　教育减负政策指数

政策内容 指数分值

严格依照课程标准制定执行教学计划 １

一科一辅或其他针对教辅的限制 １

控制在校时长 小学１中学１

控制作业时长 小学１中学１

限制重复或惩罚性作业 １

控制最少睡眠 小学１中学１

控制最少运动 １

禁止竞赛成绩影响入学 １

禁止有偿校内补课 １

禁止一切形式的校内补课 １

禁止教师参与有偿补课 １

限制校外培训机构 １

禁止组织招生考试选拔 １

禁止设置重点班 （或要求随机分班） １

限制班级规模 １

控制考试次数 小学１中学１

考试不排名、不公布分数或实行等级评价 １

图１Ａ和图１Ｂ分别展示了减负政策的省内省际变化特征。总体看来，教育减负力度
逐年加大。从平均值看，减负指数经历了三次跳跃，分别发生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１　２００８年起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均能通过公开渠道获得；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间有５例不能通过政府网站获得相应政策
文件、但有相关新闻报道的情况，此时用新闻报道涉及的地方减负政策来补齐。
２ 赋分时存在两种特殊情况。一是不同细分政策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赋分时考虑了由此带来的强度差异。例如，
“禁止有偿校内补课”和 “禁止一切形式的校内补课”在表格中分别赋１分，但前者为中央统一规定，后者是省的要
求。此时只实施中央规定的得１分，同时实施省份规定的得２分。二是当不同省份减负政策随学习阶段不同时，按
学龄阶段分别赋分。如只限制小学在校时长的省得１分，限制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在校时长的得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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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２０１８年；而从最大和最小值看，在同一时间点减负政策强弱存在省际差异，但这
一差异呈现收敛态势 （图１Ａ）。图１Ｂ用各省２０１８年与２００５年减负指数之差的频率密
度直方图来刻画减负指数随时间的省内变化。可以看到，１３年间大多数省的减负指数都
至少增长１５分，表明减负政策在省内随时间也有较大变化。省际省内的变化为后续评
估政策效果提供了分析空间。

　
　　　　图１Ａ　减负指数随时间的省际变化　　　　　　　图１Ｂ　减负指数随时间的省内变化

四、理 论 模 型

本文的理论模型旨在探讨减负政策能够切实降低学生负担的前提和条件。我们依照
教育制度的不同安排，从基础教育是否完全由校内教育系统提供、是否存在升学竞争这
两个维度，就三种情形展开讨论。３

（一）模型一：无家庭教育投资，无升学竞争

首先考虑教育制度安排如下：基础教育全部由校内教育系统提供，家庭不参与学生的
教育投资；学生获取教育的目的完全来自学习本身提供的效用，而与是否升学无关。在这
一安排下，学生是唯一的教育行为决策者，其优化问题集中在通过选择最优学习时间来最
大化其效用，面临的约束包含总时间约束和教育产出生产函数约束。学生的效用函数为：

Ｕｓｉ＝
１
βｉ
ｌｏｇ　１－Ｔｉ（ ）＋ｕ　Ｍｉ（ ），

其中βｉ为学生的勤奋程度，βｉ越大则学生越勤奋；Ｔｉ是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Ｍｉ是教育

产出，如各种能力的提升，但通常用成绩来衡量。ｕ是教育产出为学生创造的效用，假
设教育产出越多效用越高 （ｕ′≥０），但边际效用递减 （ｕ″≤０）。学生的教育产出主要取
决于该国校内教育资源投入和学生的学习时间，其生产函数为：

ＭｉＩ，Ｔｉ（ ）＝ＩαＴ１－αｉ ，Ｉ＞０，Ｔｉ∈ ０，１［ ），α∈ ０，１［ ］，
其中Ｉ是完全由教育主管部门外生决定的教育服务供给。
求解上述问题可知，最优学习时间由校内教育供给和学生的勤奋程度决定：Ｔ＊ｉ＝

３ 篇幅所限，理论模型的证明过程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下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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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Ｉ，βｉ（ ）。对Ｉ作比较静态分析，可得定理１。

定理１　令ＴＩ为Ｔ　Ｉ，βｉ（ ）关于参数Ｉ的偏导，当且仅当

ｕ′ Ｍ（ ）·Ｍ［ ］′＞０ （１）

成立时，有ＴＩ＞０。

定理１表明，即便是在仅有校内教育供给、没有升学竞争的极端情况下，减负政策
要有效也是有条件的，是由教育产出效用 （ｕ　Ｍ（ ））和教育产出 （Ｍ）的具体形式共同
决定，而该条件并不总能成立。

（二）模型二：无家庭教育投资，有升学竞争

在仅有校内教育供给的情况下，本模型考虑存在升学竞争这一设定。此时学生的效

用函数为：

Ｕｓｉ＝
１
βｉ
ｌｏｇ　１－Ｔｉ（ ）＋Ⅱ Ｄ　Ｍｉ（ ）＞１－δ（ ）·ｕｓ， （２）

其中ｉ代表不同的学生，ｉ∈ ０，１［ ］；ｕｓ是一个常数，表示学生从一次成功的升学中获
取的效用。Ⅱ是示性函数的记号，表示当括号内的条件满足时取１，反之取０。δ是一个
常数，表示整个系统中有多大比例的学生可以升学，即升学率。Ｄ 是整个学生群体的教
育产出的分布，它被定义为：

Ｄ　Ｍｉ（ ）＝∫
１

０
Ⅱ Ｍｊ ≤Ｍｉ（ ）ｄｊ．

式 （２）表明，当学生ｉ的成绩位于前δ比例时，学生可以升学，从升学中得到的效
用为常数ｕｓ；否则不能升学，该效用为０。所有的学生都知道勤奋程度的分布，但单个
学生的勤奋程度是私人信息，升学系统没有其他信息不对称。教育的生产函数与模型一
相同，学生仍是唯一的教育行为的决策者；但由于存在升学竞争，学生的学习效用既和
自己的教育产出有关，也和其他学生的决策有关。

引理１　在仅有校内教育供给、同时存在升学竞争的情况下，存在一个纳什均衡，

此时学生ｉ的策略组合如下：

Ｔｉ＝Ⅱβｉ＞－
１
ｕｓ
ｌｏｇ　１－

Ｂ
Ｉα（ ）

１
１－α（ ）（ ）· Ｂ

Ｉα（ ）
１
１－α
，

其中，Ｂ 定义为方程Ｄ　Ｂ（ ）＝１－δ在上述策略组合下的解，是一个与Ｉ，δ和βｉ的分布
相关的常数。

引理１的含义是，存在升学竞争时，学生会首先评估自己升学的可能性；如果认为
自己可以升学 （Ⅱ Ｄ　Ｍｉ（ ）＞１－δ（ ）＝１），则会投入 （Ｂ／Ｉα）１／（１－α）的学习时间；反之则
不投入学习时间。由于没有私人补充教育，天赋均等的学生能否胜出仅取决于其勤奋程
度，勤奋程度高于δ分位的学生总是可以实现升学，低于δ分位的学生则不能升学。
（Ｂ／Ｉα）１／（１－α）即是勤奋程度恰好位于δ分位的学生为了升学恰好愿意付出的学习时间。４

定理２　在引理１所述的均衡中，由于：

４ 如果这些学生付出的学习时间小于（Ｂ／Ｉα）１／（１－α），勤奋偏好低于δ分位的学生可以通过付出更多学习时间以实现
升学，因此这些学生的最优学习时间选择是 （Ｂ／Ｉα）１／（１－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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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Ｂ　Ｉ（）
Ｉα（ ）
ｄＩ ＝０，

教育减负政策既不会影响升学名额的分配，也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时间。
定理２的含义是，只要存在升学竞争，减少校内教育供给就无法减少学生的学习时

间。在没有家庭教育投资的情形中，最优学习时间只和勤奋程度βｉ的分布以及升学带来
的额外效用ｕｓ有关。因此，减负政策不能缓解学生的学习负担。

（三）模型三：有家庭教育投资，有升学竞争

１．模型设定和纳什均衡
考虑教育供给可以同时由校内教育和家庭教育投资提供，并存在升学竞争的情形，

这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形。教育的生产函数为：

ＭｉＩＧ，Ｉ　Ｈｉ ，Ｔｉ（ ）＝ＩＧ＋Ｉ　Ｈｉ（ ）αＴ１－αｉ ，

ＩＧ，Ｉ　Ｈｉ ＞０，Ｔｉ∈［０，１），α∈ ０，１［ ］，

其中ｉ代表同一家庭和其中的学生，ｉ∈ ０，１［ ］。教育产出Ｍｉ由校内教育服务ＩＧ、家庭
教育投资服务Ｉ　Ｈｉ 和学习时间Ｔｉ决定；给定校内教育水平，家庭决定家庭教育投资水平，
学生决定学习时间。学生的效用函数与模型二一致，而家庭将有限的经济禀赋分配给消
费和家庭教育投资，并同时从消费和升学中获取效用。家庭ｉ的效用函数可以写为：

Ｕｈｉ＝ｌｏｇ　Ｗｉ－Ｉ　Ｈｉ（ ）＋Ⅱ Ｄ　Ｍｉ（ ）＞１－δ（ ）·ｕｈ，

其中Ｗｉ是家庭ｉ的经济禀赋，Ｗｉ－Ｉ　Ｈｉ 是家庭除掉家庭教育投资后的消费水平。常数ｕｈ
表示家庭从学生升学中获取的效用。所有的家庭和学生都知道经济禀赋和勤奋程度在人
群中的分布，但具体每个学生的勤奋程度和每个家庭的经济禀赋是私人信息，升学系统
没有其他信息不对称。简单起见，假设升学的必要条件包括Ｉ　Ｈｉ ＞０和Ｔｉ＞０，即学生升
学既需要家庭的经济支持，也需要学生自己付出时间，二者缺一不可。
引理２　在既有家庭教育投资，也有升学竞争的情形中，存在如下纳什均衡：如果ｉ

家庭的经济禀赋和学生的勤奋程度 （Ｗｉ，βｉ）满足条件

Ｗｉ≥
１

１－ｅｘｐ －ｕｈ（ ）
Ｂ

１－ｅｘｐ －ｕｓβｉ（ ）（ ）１－α［ ］
１
α

－
ＩＧ

１－ｅｘｐ －ｕｈ（ ）
， （３）

那么学生和家庭的策略可以是以下曲线上的任意一点：

Ｉ　Ｈ，Ｔ（ ）：ＩＧ＋ＩＨ（ ）αＴ１－α＝Ｂ，Ｉ　Ｈ≤ １－ｅｘｐ －ｕｈ（ ）［ ］Ｗｉ，Ｔ≤１－ｅｘｐ（－ｕｓβｉ）｛ ｝。

如果 （Ｗｉ，βｉ）不满足条件式 ３（），家庭和学生的策略是：

Ｉ　Ｈｉ ，Ｔｉ（ ）＝ ０，０（ ），
其中常数Ｂ 为方程Ｄ（Ｂ）＝１－δ在上述策略组合下的解。
引理２的含义是，纳什均衡中家庭和学生基于理性预期得出的升学所需临界教育产

出Ｂ 决定是否参与升学竞争。如果参与，家庭教育投资和学习时间恰好使学生的教育产
出超过临界水平Ｂ；如果不参与，那么家庭教育投资和学习时间均为０。
式 （３）是决定一个家庭和学生是否参与竞争并成功升学的条件。它的含义是：给

定学生的勤奋程度为βｉ，家庭的经济禀赋至少要达到某个水平才能支持学生完成升学；
给定家庭的经济禀赋为Ｗｉ，学生的勤奋程度至少要达到某个水平才能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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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教育产出Ｂ 在现实中对应着分数线，它由整个升学系统的外生结构性参数决
定。它一方面概括了整体的竞争环境，决定了家庭是否参与升学竞争和升学机会的分
配；另一方面影响了家庭和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和学习时间的相关决策。将临界教育产

出记为两个外生参数的函数：Ｂ＝Ｂ　ＩＧ，δ（ ）。定义禀赋分布Ｅ为Ｅ　ｂ，ｗ（ ）＝∫
１

０
Ⅱ（βｉ≤ｂ，

Ｗｉ≤ｗ）ｄｉ，并假定其在任何可行的禀赋组合上都有正的密度。
引理３　在既有家庭教育投资，也有升学竞争的情形中，对于任意满足条件的禀赋

分布Ｅ，都有：

０＜ＢＩ ＩＧ，δ（ ）＜αＢ（α－１）／α，

ＢδＩＧ，δ（ ）＜０．
也就是说，校内教育供给越多，分数线越高；总体升学率越高，分数线越低。

２．减负政策与升学机会的分配
现在考察第三种模型下减负政策带来的影响。减少校内教育供给会造成两种效应，

个体效应和群体效应。个体效应是指减负政策会减少均衡状态下的个体总投入，此时如
果教育产出的群体分布不变，该个体在人群中处于更落后的位置；群体效应是指减负政
策导致教育产出整体下降 （分布左移），此时如果个体教育产出不变，该个体在人群中
会处于更领先的位置。
减负政策的群体效应也可以理解为临界教育水平Ｂ 的变化，而个体效应存在异质

性，特别是对经济禀赋水平不同的家庭效果不同。假定家庭经济收入可观察而勤奋偏好
不可观察，学生的升学概率为

Ｐｒ　Ｄ　Ｍｉ（ ）＞１－δ（ Ｗｉ，ＩＧ）＝∫
＋∞

βｃ　 Ｗｉ，Ｂ（ＩＧ，δ），ＩＧ（ ）
ｅβ｜Ｗ β｜Ｗｉ（ ）ｄβ，

其中ｅβ｜Ｗ是联合分布Ｅ 关于β的条件分布的密度函数。βｃ是指给定家庭的经济禀赋为Ｗｉ

时学生至少要达到的可以实现升学的勤奋偏好。具体来说，

βｃ Ｗｉ，Ｂ，ＩＧ（ ）＝－
１
ｕＳ
ｌｏｇ　１－

Ｂ１／（１－α）

ＩＧ＋ １－ｅｘｐ －ｕｈ（ ）（ ）Ｗｉ（ ）α／（１－α）（ ）．
β≥βｃ就是条件式 ３（）的等价写法。校内教育供给水平与升学率的关系为：

ｄＰｒ　Ｄ　Ｍｉ（ ）＞１－δ（ Ｗｉ，ＩＧ）
ｄＩＧ ＝－ｅβ｜Ｗ βｃ｜Ｗｉ（ ）βｃ

Ｂ
ＢＩ ＩＧ，δ（ ）＋

βｃ
ＩＧ（ ）

＝－
ｅｘｐβｃｕｓ（ ）－１（ ）ｅβ｜Ｗ

１－α（ ）ｕｓ
ＢＩ ＩＧ，δ（ ）
Ｂ － α

ＩＧ＋１－ｅｘｐ－ｕｈ（ ）（ ）Ｗｉ（ ），
其中ＢＩ ＩＧ，δ（ ）（βＣ／Ｂ）代表群体效应，βＣ／Ｉ

Ｇ代表个体效应。推导可得群体效应为

ＢＩ ＩＧ，δ（ ）／Ｂ，个体效应为－α／（ＩＧ＋ １－ｅｘｐ －ｕｈ（ ）（ ）Ｗｉ），二者造成的影响相反。从
这两个效应与收入的关系看，群体效应与收入无关，而个体效应对高收入家庭影响更
小，这是因为α／（ＩＧ＋ １－ｅｘｐ －ｕｈ（ ）（ ）Ｗ）的绝对值关于Ｗｉ单调递减。总体来看，低
收入家庭Ｗｉ小，ｄＰｒ／ｄＩＧ倾向于为正；高收入家庭Ｗｉ较大，ｄＰｒ／ｄＩＧ倾向于为负。
定理３　在既有家庭教育投资，也有升学竞争的情形中，对于任意满足条件的禀赋

分布Ｅ，考虑一个大小为 ΔＩＧ的减负政策。对任意０＜ΔＩＧ＜ＩＧ，存在Ｗ
－

ΔＩＧ（ ）＞０，
使得：

Ｐｒ　Ｄ　Ｍｉ（ ）＞１－δ（ Ｗｉ，ＩＧ－ΔＩＧ）＞Ｐｒ　Ｄ　Ｍｉ（ ）＞１－δ（ Ｗｉ，ＩＧ），Ｗｉ＞Ｗ
－

ΔＩ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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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　Ｄ　Ｍｉ（ ）＞１－δ（ Ｗｉ，ＩＧ－ΔＩＧ）＜Ｐｒ　Ｄ　Ｍｉ（ ）＞１－δ（ Ｗｉ，ＩＧ），Ｗｉ＜Ｗ
－

ΔＩＧ（ ）．
定理３的含义是，当减负政策对校内教育供给产生ΔＩＧ的缩减时，会存在一个相应

的临界收入水平Ｗ
－

ΔＩＧ（ ），使来自经济收入高于Ｗ
－

ΔＩＧ（ ）水平家庭的学生升学概率提高，

反之则降低。５

我们用图２展示这一发现。图中的横坐标为学生的勤奋偏好，纵坐标为家庭的经济
禀赋，禀赋组合 （βｉ，Ｗｉ）对应β－Ｗ 平面上第一象限中的一个点，所有家庭的禀赋组
合则形成一条曲线，可称为等效升学曲线。当βｉ，Ｗｉ（ ）落在曲线右上方时，家庭和学生
积极参与升学竞争并最终实现升学；当βｉ，Ｗｉ（ ）落在曲线左下方时，家庭和学生不会参
与升学竞争、也不能升学。我们用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教育减负政策前后的等效升学曲
线。根据定理３，减负政策会导致等效升学曲线从虚线位置移向实线位置，其中区域Ａ
是减负前不能升学而减负后可以升学的家庭；区域Ｂ则是减负前可以升学此后不能升学
的家庭。据此我们提出：

假说１　在教育减负政策发生后，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学概率上升，低收入家庭的
学生升学概率下降。

图２　减负前后的等效升学曲线

３．减负政策与家庭教育投入
本小节我们讨论第三种模型下减负政策如何影响家庭的教育投入。根据减负政策前

后是否能升学，可将家庭和学生分为四类：前后均不能升学、之前不能之后能升学、之
前能之后不能升学、前后均能升学。根据引理２，校内教育资源的缩减对于上述不同类
别的家庭影响不同：对前后均无法升学的家庭无影响；对之前不能之后能升学家庭的影
响是加大其教育投入金额和学习时间；对于之前能之后不能升学家庭的影响是减少其教
育投入金额和学习时间。

但是，对于前后均能升学的家庭，减负政策的影响不确定，这是因为要实现升学，
家庭的教育投入资金和学生学习时间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引理２描述的纳什均衡中这些
家庭的投入选择不唯一。为了理解减负政策如何影响家庭的教育投入金额，首先假定学

５ 即高收入家庭的群体效应占主导 （教育产出水平的相对位置提升），这是因为他们增加家庭教育支出的机会成本较
小，减负政策的个体效应不明显；低收入家庭的个体效应占主导 （教育产出水平的相对位置下降），这是因为他们增
加家庭教育支出的机会成本较大。总体来看，个体效应和群体效应的异质性导致高收入家庭更容易在升学竞争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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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时间在减负政策前后保持相对稳定。
定理４　在同时有校内和家庭教育投资，并且存在升学竞争的情况下，考虑一个大小

为ΔＩＧ的减负政策。如果家庭ｉ的禀赋组合βｉ，Ｗｉ（ ）在减负政策前后都满足条件式 ３（），
学生ｉ的学习时间在减负前后不变，那么当且仅当以下条件满足时，家庭的教育投入资
金会在减负政策以后增加：

ΔＩＧ

ＩＧ＋Ｉ　Ｈｉ
＞
１
α
Ｂ　ＩＧ，δ（ ）－Ｂ　ＩＧ－ΔＩＧ，δ（ ）

Ｂ　ＩＧ，δ（ ）
， （４）

其中，校内教育供给在减负政策前是ＩＧ，之后是ＩＧ－ΔＩＧ，家庭的教育投入资金在减负
政策前是Ｉ　Ｈｉ ，α为教育产出对经济投入的弹性。
不等式 ４（）显示，家庭加大教育投入的条件是由减负政策的个体效应和群体效应的相

对大小决定。不等式的左侧是教育供给的变化 （ΔＩＧ）占学生ｉ过去享有的教育总供给
（ＩＧ＋Ｉ　Ｈｉ ）的比例，数值越大则减负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越大，因此左侧度量了减负政策对
学生ｉ的个体效应。右侧是减负后分数线的变化 （ΔＢ＝Ｂ　ＩＧ，δ（ ）－Ｂ　ＩＧ－ΔＩＧ，δ（ ））占
过去分数线的比例，数值越大则减负政策对学生群体的冲击越大，因此右侧度量了减负
政策的群体效应。当不等式 ４（）成立时，个体效应大于群体效应，学生ｉ的家庭需要加
大投入才能实现升学；反之亦然。
图３概括了校内教育投入缩减后家庭投入资金的变动情况。减负前不能而减负后能

升学的家庭会增加资金和时间投入 （区域Ｃ）；减负前能而之后不能升学的家庭则会减少
资金和时间投入 （区域Ｄ）；政策发生前后都不能升学的家庭的教育投入无明显改变 （区
域Ｅ），而政策发生前后都能升学的家庭，其教育投入倾向于在减负后增加 （区域Ｆ）。

图３　减负前后的家庭教育投入变动

假说２　教育减负政策发生后，高收入家庭更可能提高教育支出，低收入家庭更可
能减少教育支出。
假说３　教育减负政策发生后，高收入家庭更可能增加学习时间，低收入家庭更可

能减少学习时间。
另外，减负前家庭的教育开支 （ＩＦ）越低，条件式 （４）越可能成立，减负越会带

来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也就是说，过去越不依赖家庭教育投资的家庭，减负后教育支
出负担越大。换言之，减负前越是靠勤奋 （更多的学习时间）而不是靠家庭投资的学生，
减负后就越需要家庭加大经济支持才可能升学；否则这些学生就不得不退出升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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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４　减负后，前期家庭教育投入程度低的家庭需加大教育投资；而前期教育投
入程度高的家庭的教育投入上升得较少、不变甚至减少。

五、实 证 分 析

在本部分我们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上述４个假说，评估教育减负政策的效果并分析
教育减负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其中第一节介绍使用的数据和变量，第二节检验假说１，
第三节检验假说２至假说４，第四节讨论实证结果的经济显著性，第五节进行稳健性
检验。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５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

ＣＦＰＳ从２０１０年起对全国２５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４　９６０户家庭共计４２　５９０位个人作调
查，并每两年做一次追踪调查。该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提供受访者及其每个子女的情
况：其中１６岁及以上子女的情况在成人数据库中，１６岁以下孩子的信息在少儿数据
库中。
实证分析采用的因变量有两类，第一类因变量是以高中升学情况来度量的教育产

出：如果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学至普通高中则记为１，否则为０。结合ＣＦＰＳ少儿数据库和
成人数据库，我们从中筛选出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经历初中毕业、且毕业前后至少各有一
期的学生样本，共２　７５６个观测值。由于反映的是每一位学生的升学最终状态，该数据
为截面数据。
第二类因变量为教育投入，以家庭的教育总支出来衡量和学生的时间投入来度量。

在涉及对理论模型中假说４的验证时，还使用了家庭的校外机构教育开支作为调节变
量。６学习时间用每个学生每天学习的小时数度量。７这部分研究追踪了６—１６岁的学生，
每年约３　５００—４　５００个观测值，该数据为面板数据。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为教育减负指数。在考察教育减负对升高中概率的影响时，

采用学生所在省份九年制义务教育期间的平均减负指数ＡＢＬｐ，ｔ；在考察教育减负对当年
教育投入的影响时，采用学生ｉ所在省份当年对应的减负政策指数ＢＬｉｔ。
平均减负指数ＡＢＬｐ，ｔ的计算方法如下。令ＢＬｐ，ｔ为ｐ省在ｔ年的减负指数，则ｐ省ｔ

年升高中学生对应的平均减负指数ＡＢＬｐ，ｔ为该生义务教育阶段的该省逐年减负政策

ＢＬｐ，ｔ的加权平均，权重由当年减负政策影响到该学生的时长决定。例如，预计ｐ 省学
生ｉ将在２０１８年９月升高中，他对应的平均减负指数 （ＡＢＬｐ，２０１８）为

ＡＢＬｐ，２０１８＝
１
９
１
３ＢＬｐ，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ｔ＝２００９
ＢＬｐ，ｔ＋

２
３ＢＬｐ，２０１８

熿

燀

燄

燅
，

其中义务教育起始年 （２００８）和结束年 （２０１８）权重分别为１／３和２／３，这是因为学生

６ 校外机构教育开支指学生在校外教育机构中的教育开支。
７ 学习时间部分的分析采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三期数据，未包含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８年数据是因为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年的问卷调查并未包含关于学习时间的问题；而ＣＦＰＳ２０１８年的少儿问卷数据库中回答学习时间的个体仅８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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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年受该政策影响的时长分别为４个月和８个月。８

表２为描述性统计，其中Ａ部分描述截面样本的主要特征。该数据中减负指数的均
值为７．６，标准差为４．７；样本中初中升入高中的比率为７９．４％。Ｂ部分描述了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年间面板样本的主要特征，其中减负指数的均值为１３．９，标准差为４．８；家庭教育
总开支的年均值为２　４８８元；学习时间平均为每周４８．１小时。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Ａ：检验减负政策对升高中概率的影响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升学至普通高中比例 ２　７５６　 ０．７９４　 ０．４０５

平均减负指数 ２　７５６　 ７．５９８　 ４．７４７

初中时人均纯收入 （元／年） ２　６５０　 １０　２７５　 １７　７８１

居住于城市地区 ２　７４７　 ０．３７５　 ０．４８４

男性 ２　７５６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０

学校区分重点班 ２　７３７　 ０．４９８　 ０．５００

就读于重点班 ２　７３７　 ０．１５３　 ０．３６０

父亲受教育年限 （年） ２　３６０　 ７．８８７　 ３．７４８

母亲受教育年限 （年） ２　３５８　 ７．２６２　 ４．０５９

Ｂ：检验减负政策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总教育开支 （元／年） ２０　２７７　 ２　４８８　 ４　７９５

学习时间 （小时／周） ７　８５７　 ４８．１　 １９．３

减负指数 ２０　６２１　 １３．９　 ４．８

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年） １９　７１６　 ９　５９８　 １８　４４５

校外机构教育开支 （元／年） ２０　４１８　 ６７４　 ２　９９７

学校区分重点班 ２０　４１１　 ０．３９９　 ０．４９０

就读于重点班 ２０　４１１　 ０．０８８　 ０．２８４

就读于小学高年级 ２０　６２１　 ０．４７７　 ０．５００

就读于初中 ２０　６２１　 ０．２６２　 ０．４４０

（二）教育减负对教育产出的影响

本小节探讨教育减负政策对教育产出的影响并检验假说１，计量模型如下：

ＨＳｉ＝γ１ＡＢＬｐ，ｔ＋γ２ＡＢＬｐ，ｔ×ｌｎ　Ｉｉ（ ）＋γ３ｌｎ　Ｉｉ（ ）＋βｘｉ＋λｔ＋μｐ＋εｉ，
其中ＨＳｉ为反映个体是否就读普通高中的虚拟变量；ＡＢＬｐ，ｔ为平均教育减负指数；Ｉｉ为

８ 这里寒暑假时长计入权重中，我们也考虑不包含寒暑假的权重构造方法：ＡＢＬｐｐ，ｔ ＝
１
９

１
２ ＢＬｐ

，ｔ－１０＋［
∑
９

τ＝１
ＢＬｐ，ｔ－τ＋

１
２ ＢＬｐ

，ｔ］， 我们发现回归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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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个体的初中阶段人均纯收入９；ｘｉ为其他个体控制变量，包含学生性别、初中时是

否住在城市、父亲和母亲分别的教育年限、初中时学校是否区分重点班以及学生是否就

读于重点班１０；λｔ控制了同一毕业年份的不可观测因素；μｐ为省份固定效应，控制了省

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表３展示因变量为学生是否升学至普通高中时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ＯＬＳ和

Ｐｒｏｂｉｔ结果相似：变量的影响方向相同，显著性相近，边际效应大小也相似；总体上教

育减负对高中升学率的总效果都是不显著的 （列 （１）和 （３））。但是，加入家庭收入与

平均减负指数的交叉项后，平均减负指数显著为负，而交叉项显著为正。也就是说，减

负政策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升高中概率影响的方向不同，导致低收入家庭学生升

入高中的概率下降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升，这一发现验证了假说１。

另外，以第 （２）列的结果计算，样本中收入分位数为前４６％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

变得更容易，后５４％的家庭在教育减负后升学变得更困难。

表３　教育减负政策对教育产出的影响

变量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平均减负指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７）

ｌｎ （家庭收入）

　×平均减负指数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ｌｎ （家庭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８）

居住于城市地区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男性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２）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母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初中就读重点班的情况 （基准组：初中学校不区分重点班）

初中就读于非重点班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９ “家庭在个体的初中阶段人均纯收入”是距离初中毕业时间最近一次调查所获得的前一年家庭人均纯收入。
１０ 最终整理为 “学校不区分重点班”“学校区分重点班但学生就读于非重点班”“学校区分重点班且学生就读于重点
班”三组，以第一组为基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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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４）

初中就读于重点班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２）

观测值个数 ２　２３５　 ２　２３５　 ２　２３４　 ２　２３４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２

　　注：回归还控制了省份和毕业年份固定效应；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报告的是边际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

（三）教育减负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本小节探讨教育减负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并检验假说２至假说４。计量模型
如下：

Ｙｉｔ＝γ１ＢＬｉｔ＋γ２ＢＬｉｔ×ｌｎ　Ｉｉ，ｔ－１（ ）＋γ３ｌｎ　Ｉｉ，ｔ－１（ ）＋βｘｉｔ＋λｔ＋ｕｉ＋εｉｔ，
其中Ｙｉｔ为个体ｉ在ｔ年的家庭教育支出自然对数或学习时长；ＢＬｉｔ为学生ｉ所在省份当
年对应的减负政策指数；Ｉｉ，ｔ－１为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滞后项；ｘｉ为其他个体控制变量，包
含学生的年级分组、学校是否区分重点班以及学生是否就读于重点班。λｔ和ｕｉ分别是年
份和个体固定效应。
这一模型可被视为三重差分法 （ＤＤＤ）的应用，其中作为处理变量的减负指数ＢＬｉｔ

是刻画政策强度与政策实施时间前后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相当于双重差分的设定。对
个体而言，省层面何时采取哪些减负政策可被视为外生冲击；同时，可能影响政策实施
的地区间不可观测因素可以被差分去掉，个体固定效应又进一步消掉了个体间不可观测
的差异。收入ｌｎ　Ｉｉ，ｔ－１（ ）则提供了第三个维度，它与减负指数ＢＬｉｔ的交互，可考察不同收
入水平家庭对减负政策反应的差异。
表４展示因变量为学生的两类教育投入时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其中列 （１）—（２）

报告教育减负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列 （３）—（４）报告教育减负对学习时间的影响。
这里，列 （２）和列 （４）加入家庭收入和减负指数的交叉项来评估教育减负政策对不同
收入水平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分别检验假说２和假说３；列 （５）报告加入前期校外教

育支出及其与减负政策的交互项，来检验假说４。

不加交叉项时，教育减负对家庭教育总支出的影响不显著 （列 （１））；而加入交互

项后教育减负使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总支出在减负后分化 （列 （２））：高收入家庭

的教育总支出上升，低收入家庭的总支出下降，也就是高收入家庭会增加教育总支出，

而低收入家庭会减少，验证了假说２。

教育减负对学习时间的影响类似１１。总体来看，教育减负对每周学习时长的影响不

显著 （列 （３））；但使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学生的每周学习时长产生分化 （列 （４））：高收

入家庭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这验证了假说３。

列 （５）表明，减负政策对此后教育支出的影响方向和前期家庭的教育投入程度有

１１ 这里直接使用学习时间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对数形式的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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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以校外教育支出占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度量教育投入程度可知，高投入家庭
（约占样本的２１％）在减负后会减少家庭教育支出，而低投入家庭 （约占样本的７９％）

则会增加。１２这验证了假说４。

表４　教育减负政策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变量
ｌｎ （教育支出） 学习时间 ｌｎ （教育支出）

（１） （２） （３） （４） （５）

减负指数 ０．００５ －０．１９２＊＊＊ －０．４８３ －４．５９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８） （１．７１４） （２．０９８） （０．０６１）

ｌｎ （家庭收入）

　×减负指数
—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

０．５３６＊＊＊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０） （０．００７）

ｌｎ （家庭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３６５＊＊＊ １．１４１＊ －６．９６９＊＊＊ －０．２１６＊

（０．０３５） （０．１２５） （０．６１１） （２．４８７） （０．１１１）

ｌｎ （前期校外教育支出）

　×减负指数
— — — —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

ｌｎ （前期校外教育支出）
— — — —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６）

就读重点班的情况 （基准组：学校不区分重点班）

学生就读于非重点班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１４９　 ０．２２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１．６５９） （１．６５０） （０．０７８）

学生就读于重点班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０　 ２．６０９　 ２．７９６　 ０．０９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９） （２．０８４） （２．０７３） （０．１３０）

目前就读年级 （基准组：小学低年级）

小学高年级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３　 １５．９２＊＊ １５．５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１） （６．８９１） （６．８５４） （０．１７３）

初中 ０．３０１　 ０．３０８　 ２０．９１＊＊＊ ２０．５０＊＊＊ ０．２９９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９） （７．２２９） （７．１９０） （０．２１２）

观测值个数 ９　４７９　 ９　４７９　 ３　８３３　 ３　８３３　 ９　３５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９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４　 ０．３１９

追踪个体数 ５　３８３　 ５　３８３　 ２　９０２　 ２　９０２　 ５　３５１

　　注：家庭收入为滞后一期的值；回归还控制了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１。

１２ 临界条件为０．０１５ｌｎ （家庭收入）－０．０２６ｌｎ （前期校外教育支出）＝０，与样本数据匹配后可知满足条件的观测值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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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显著性分析

上述发现具有经济显著性。以收入分位数为下１０％和上１０％的家庭为例，我们计算
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间教育减负政策对初升高的概率、家庭教育总支出和学习时长的累计
影响，计算方法和结果报告在表５中。总体来看，十年间教育减负政策实施后，收入处
于下１０％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９．３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

２１％，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９．１９个小时。而收入处于上１０％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
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５．３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６７％，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
升了１０．３７个小时。

表５　减负政策影响的经济显著性

变量
升高中概率变化 教育支出变化 学习时间变化

１０％ ９０％ １０％ ９０％ １０％ ９０％

家庭人均纯收入（１） １　６３６　 １９　９３０　 １　６３６　 １９　９３０　 １　６３６　 １９　９３０

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数（２） ７．４　 ９．９　 ７．４　 ９．９　 ７．４　 ９．９

教育减负指数系数（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 －０．１９２ －０．１９２ －４．５９６ －４．５９６

教育减负×收入对数（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５３６　 ０．５３６

教育减负指数变化（５）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４．６

总效果

（６）＝［（３）＋（４）×（２）］×（５）

－９．３　 ５．３

（百分点） （百分点）
－２１．０％ ６６．６％

－９．１９　 １０．３７

（小时／周） （小时／周）

（五）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考虑不同类型的减负政策在执行中量化和监管的难
度不同，如 “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制定执行教学计划”等政策难以量化和监管，而 “控制
在校时长”等规定的执行则相对容易。针对这一点，我们将容易量化和落实的细分项摘
出来重新构造稳健减负指数，该指数所使用的细分项包括：限制班级规模，控制在校时
长，控制作业时长，限制重复或惩罚性作业，禁止有偿校内补课，禁止一切形式的校内
补课，禁止教师参与有偿补课，控制考试次数，各细分项的分值情况与表１保持一致，
满分为１１分。用该稳健指数替代原减负指数重新估计模型，发现结果稳健。１３

二是减负政策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影响都可能是非线性的。为此，我们换用分组变
量来描述减负政策的强度。具体做法是，计算当年该省减负指数是否高于全国中位数，
如果高则记该省个体正经历 “强减负政策”。用反映是否经历 “强减负政策”的虚拟变
量替代原减负指数重新估计模型，发现结果稳健。１４

１３ 篇幅所限，具体回归结果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下载
附表１和附表２。
１４ 篇幅所限，具体回归结果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在 《经济学》（季刊）官网 （ｈｔｔｐｓ：／／ｃｅｑ．ｃｃｅｒ．ｐｋｕ．ｅｄｕ．ｃｎ）下载
附表３和附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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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如何切实减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业和校外培训负担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社会问

题。本文系统梳理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间的教育减负政策，构建微观理论模型并推出检验
假说，利用构建出的教育减负政策指数和ＣＦＰＳ数据作实证分析，评估了既往减负政策
的总体影响。研究有如下主要发现。

第一，此前的减负政策总体上在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方面效果不显
著。本文的理论推导显示，教育减负政策可以全面发挥作用的条件较为苛刻，只有在不
存在升学竞争或者升学率非常高的情况下，限制课业负担和校外教育培训负担的措施才
可能有效，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容易成立。实证结果与上述理论发现一致，也和日韩
等国的减负政策效果相似。

第二，减负政策带来了教育产出的分化，使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上
升，而低收入家庭的概率下降。减负减少了校内教育供给，此时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
依靠家庭补充教育投资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而由于缺乏相应经济支持，一部分低收入
家庭的学生就会从升学竞争中退出。此时为了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产生了教育公平问题
这一副产品，这为理解 “寒门更难出贵子”现象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第三，减负政策也带来教育投入的分化：一方面，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和学生学
习时间双升，低收入家庭却出现双降；另一方面，前期高投入家庭会减少家庭教育支
出，而低投入家庭会增加教育支出。这些发现的含义是，对于高收入家庭，既往的减负
政策没有使得这些家庭和学生 “减负”，相反，他们的各项教育投入都在增加，参与到
基础教育的 “内卷”当中；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减负政策的确使得他们的各项教育投入
都在下降，然而这种下降的代价是他们在升学竞争中获取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这意味着
教育减负实际迫使他们从升学竞争中退出，不得不在基础教育上 “躺平”。值得注意的
是，过去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和勤奋从
而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后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减负力度
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内卷”和 “躺平”这两个相互矛盾却同时存在并愈演愈烈的现象。
基于上述发现，当下推行的 “双减”政策要发挥作用，需要从加大优质教育供给和

减少升学的竞争压力两方面着手。要加大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方面是
“增量”，也就是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改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另一方面是 “提质”，

也就是加大师资人才的培养，提高教学效率，使家庭和学生可以用更少的教育投入达到
学习目标。而要减少升学竞争压力，就需要提供更多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加
大优质教育供给和减少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竞争压力，将有助于在实现减负目标的同
时，满足人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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